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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认证标识食品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784 份问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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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784份消费者调查数据，引入信任模型，从消费者特征、认知水平、风险感知、经济环境、制度评

价等方面选取 18 个变量，运用有序 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消费者认证标识食品信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教

育程度、养育小孩、价格敏感度、参与程度、标识食品购买频率、标识必要性判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

家庭月食品消费支出及经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次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是否为家庭食品的主要购买者、老人、食

品安全的严重性判断、标识认识的数量、标识的使用、家庭月收入水平及政府监管满意度评价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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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onsumer's trust on certification label food： 

 Based on 784 survey data  

JIANG Yanzhi, LIU Aijun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Na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784 consumer survey data, introducing trust model, selecting 18 variable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cognitive level , risk perception, economic environment, system evaluation, this 
paper m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that affected consumer’s trust on certification label food using ordered 
prob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level, having children, price sensitivity, concerns for 
food safety, frequency of buying certification label food and judgment for the necessity of certification label influence the 
trust on certification label positively. Age, monthly food payout and food safety incidents experience have a negative 
influence. whether the main buyer of food in household , the elderly, judging the severity of food safety, identifying the 
number of logo, using the logo, income levels and government regulators satisfaction do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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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地沟油”、“毒胶囊”、“镉大米”、“红

牛添加剂”、“肯德基速生鸡”等频频出现的食品

安全事件加剧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质量的担忧[1]，

影响了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水平。 
食品市场是典型的柠檬市场，消费者的担忧可

以理解为信息缺乏的一种信号[2]，食品安全问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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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3]。

Modjeska和 Caswell认为，合适的信息制度为纠正
食品质量安全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可能[4] 。有效
的方式是基于第三方认证的产品标识[5]。通过加强

信息的供给，能够有效地将食品的信任品或体验品

特性转化为搜寻品特性，质量信号显示功能得以发

挥作用，以此向消费者传递食品品质信息[6]。这种

由信息优势者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的制度属于

信息规制，它能较好地克服信息不对称。 
对此，很多欧美国家在 20 世纪中期建立了食

品安全认证制度。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逐步构建了以“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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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产品)为主体的食品安全认
证体系。但是，中国消费者对认证标识食品认知率

还较低[7]。刘增金和乔娟对大连消费者“三品”认

知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9%的消费者熟悉有机食品
标识，12%的消费者熟悉无公害食品标识，66%的
消费者较熟悉绿色食品标识[8]。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当消费者需要获取食品质

量的信息时，标识的可信程度是其衡量标准。特别

是如果食品提供者期望得到额外溢价，消费者的标

识信任至关重要[9]。Enneking对德国消费者的调查
结果显示，消费者愿意为带有第三方认证食品质量

标识的肉类支付约20%的溢价[10]。Lorenz Probst以
西非餐厅消费者为例研究表明，经有机认证的蔬菜

将使消费者溢价支付 1.04美元 /盘，平均溢价
19%[11]。消费者对认证标识食品的信任程度正向影

响其支付溢价，但是缺乏一个能够降低消费者信息

劣势地位的保障机制时，消费者是不愿意为所谓的

“安全”食品支付过多费用的[12]。信任的形成可以

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卖方机会主义，在买家和卖家不

确定的情况下，信任可以促进交易的延续[13]。 
综上，认证标识食品具有信任品的特性，消费

者的信任对其购买行为影响较大。然而，这些研究

只是将消费者信任作为食品购买决策的外生变量，

未深入分析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的影响因素。鉴于

此，笔者拟以消费者认证标识食品信任作为因变

量，探讨其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有的放矢地提

升消费者信任水平。 

二、理论依据及模型构建 

1．理论依据 
McKnight 等的信任建立模型为分析消费者认

证标识食品信任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该理论认为，
信任可以分为个体为基础的信任、认知为基础的信

任和制度为基础的信任[14]。在信任建立初期，买卖

双方彼此不熟悉、缺乏信息的情况下，买方无法进

行理性评估，此时买方依靠自己个体特质和认知水

平选择是否信任对方；随着双方交易次数增加，消

费者逐渐掌握了交易对象的相关信息及其信用状

况，就能利用已有的信息与经验，使用理性的方式

评估对方是否值得信任；良好的制度可以增加个人

在特定环境下的安全感，完善的制度能保障消费者

权益。 
个体为基础的信任是个体信任他人(事物)的倾

向，主要取决于某些个体特征。已有的研究表明，

消费者个体特征变量会不同程度影响消费者的心

理过程与态度倾向，这必然也可能会影响其对安全

认证食品的信任水平[15]。De Jonge研究表明，消费
者特征中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对消

费者信任水平有影响[16]；卢菲菲等研究表明，消费

者的家庭结构中有易感人群，如小孩，孕妇等相对

脆弱的群体对消费者信任水平有显著负影响[17]。另

外，食品主要购买者是家庭食品购买的决策者，对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更敏感，购买决策更理性，相对

于家庭其他成员更倾向于选购和信任安全性高的

食品[18]。从收入约束和消费者偏好来看，消费者对

安全食品的消费是经济人假说下的理性选择，消费

者的经济特征是是影响消费者对食品态度的重要

因素。De Jonge研究表明，收入水平会影响消费者
的信任水平[16]。卢菲菲的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月收

入与安全食品信任水平正相关，家庭月食品支出则

对消费者信任有显著负影响[17]。而价格本身具有额

外的质量信号的显示功能，它是消费者为获得产品

或服务所带来的利益而必须做出的货币牺牲[19]，安

全食品具有健康安全的属性，价格必然高于普通食

品。因此，笔者假设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家庭

食品支出、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易感人群（老人，

小孩）、价格敏感度等会影响消费者对认证标识食

品的信任水平。 
认知为基础的信任是基于个人态度或价值观

等非经验形成的一种信任，一般可以从两个角度进

行分析：一是产品认知。很多研究表明，知识水平

对消费者信念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7,20,21]，掌握信

息的程度可以用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程度来反映，

这种熟悉程度可通过购买频率来衡量[22]。重复购买

增强了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水平，也增加了买卖双

方的交流，而买卖双方关系的时间长短、互动频繁

程度也会影响消费者信任[23]。赵元凤以液态奶为例

的研究表明，同一产品购买越频繁的家庭对产品质

量安全的信任度越高[24]。二是风险认知。风险是信

任的前因[25]。认证标识食品对普通食品有替代作

用，为了规避风险，认知风险高的消费者可能更倾

向于信任具有认证标识的安全食品。参与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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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程度高的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更强[26]。已

有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事件程度正向

影响消费者的信任水平 [27,28]。另外，个人经历会影

响消费者的风险认知水平，经历过食品安全事件或

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比较严重的消费者倾向于购买

并信任具有质量安全信息保障的食品[25]。对此，笔

者假设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如食品安全事件关注

度、标识的使用、购买认证标识食品频率；消费者

风险认知情况，如食品安全事件关注度、亲身经历

食品安全事件等，会影响消费者对认证标识食品的

信任水平。 
制度为基础的信任是指为保证安全及其他制

度性结构的存在，使个体觉得获得某种程度的保障

机制，如政府规制等。斯图尔特认为，消费者对食

品安全的信任是可以被传递的，这需要依赖第三方

机构做出信任判断[29]。第三方机构的评价通常以食

品标识呈现，为消费者提供食品安全的信息，缓解

消费者因缺乏信息而导致信任低下。即在一定程度

上，信息提供直接决定消费者的信任水平[30]。信息

如同将信任经由“具有公信力”的来源转移至目标

对象[31]。按照这种观点，政府作为第三方评估，提

供具有公信力的评断。而认证标识则在生产者和消

费者之间作为媒介，为消费者信任的形成奠定基

础。Pavlou和Gefen以网购为例，得出对第三方评估
机构的信任判断是影响消费者对购物网站信任的

一个重要因素[32]。因此，笔者假设消费者对政府监

管满意程度、认证标识必要性判断会影响消费者对

认证标识食品的信任水平。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所在课题组设计了测量题

项，并先在小范围预调研，检验各变量的信度与效

度，然后结合消费者的反馈对部分测量题项优化

后，形成最终问卷，问卷涵盖了消费者的产品认知、

风险感知、经济环境、制度评价、个体特征及对认

证食品的信任水平等信息。为了便于分析，笔者从

六个方面设定影响消费者认证标识食品信任水平

的 18个变量，具体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 
因素 定义 代码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研究变量 认证标识食品信任 Y 不相信=1；不太相信=2；一般相信=3；比较相信=4；非常相信=5； 3.086 0.927

性别 Gen 男=0；女=1 0.589 0.492

年龄/岁 Age 连续变量 37.930 14.521

教育 Edu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及中专=3；大专及大学=4；研究生及以上=5 3.815 1.016

个体特征 

主要购买者 Purch 不是=0；是=1 0.557 0.497

16岁以下小孩 Child 没有=0；有=1 0.517 0.500 

60岁以上老人 Elder 没有=0；有=1 0.509 0.500

食品安全事件关注度 Atten 不关注=1；不太关注=2；一般关注=3；比较关注=4；非常关注=5 3.719 0.838

食品质量安全严重性 Seri 不严重=1；不太严重=2；一般严重=3；比较严重=4；非常严重=5 3.55 1.091

风险感知 

亲身经历食品安全事件 Inci 从来没有=1；经历 1-2次=2；经历过 3次及以上=3 1.615 0.720

安全食品标识认识数量 Qua 连续变量 1.793 0.998

标识的使用 Use 从来不读=1；很少读=2；有时读=3；经常读=4；一直都读=5 3.231 0.918

产品认知 

购买认证标识食品频率 Freq 没有购买过=1；偶尔购买=2；经常购买=3； 2.260 0.681

家庭月收入/元 Inco 3 000以下=1；3 001~5 000=2；5 001~10 000=3；10 001~20 000=4； 20 001~ 
30 000=5；30 001以上=6 

3.135 1.160

家庭月食品支出/元 Cons 500以下=1；501~800=2；801~1 000=3；1 001~2 000=4；2 001~3 000=5； 
3 001及以上=6 

3.223 1.333

经济环境 

价格敏感度 Price 不关注=1；不太关注=2；一般关注=3；比较关注=4；非常关注=5 3.369 1.063

政府管理的满意度 Sur 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满意=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2.704 1.030制度评价 

认证标识的必要性 Need 没必要=0；有必要=1 0.790 0.408
 

2．模型设定 
消费者感知与评价难以获得连续性数据，通常

是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型数据。对于离散型数据

分析，林毅夫认为概率选择模型是较为理想的估计

方法[33]；而因变量离散型数值在两类以上，有序

Probit模型是目前运用较多的方法[34]。因此，笔者选

用的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 1, 2, 3, ,( | ) ( | ... )i i i i kP Y Y X P Y Y X X X Xβ= = =    (1) 
X 表示消费者认证标识信任的诸影响因素，包

括消费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风险意识、产品认

…



 
 

第 17 卷第 1 期                   蒋艳芝等 消费者认证标识食品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37 

 

知、经济环境、制度评价变量；Y 表示消费者对认
证标识食品的信任评价。 i代表样本序号，设可观
测的变量为 iY ， iY 有 1,2,…,M，共 M 个取值，另
有一个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 *

iY ， *
iY 线性依赖于解

释变量 iX ，即： 
*

i iiY X eβ= +                          (2) 
Y 由 *Y 决定有： 

个体

*

*
2

*
2 3

*
1

1

...

i

i

i i

Mi

Y

Y

Y Y

Y

γ

γ γ

γ γ

γ

1

1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

2　如果

3　如果

M　如果

         (3) 

(3)式中 2 3 1Mγ γ γ γ1 −< < < ... 。假设(2)式中 ie
正态分布的累积概率函数用 XΦ（ ）表示，那么各

个选择值的概率为： 
'

,( 1 | )i i iP Y X Xβ γ β,= = Φ（- ） 
' '

, 1( 2 | )i i i iP Y X X Xβ γ γ β β,= = Φ Φ（ - ）- （- ） 
...... 

'
, 2( | ) 1i i M iP Y M X Xβ γ γ β, −= = − Φ（ - ）   (4) 

三、数据来源与计量结果分析 

1．数据来源 
鉴于消费者的地域分布、经济水平、消费理念、

信息的可获性难易程度等方面的差异。笔者所在课

题组于 2013年 12月-2014年 3月，按照随机抽样的
原则，选取广东广州市天河区、越秀区，上海市徐

汇区、长宁区，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山东青岛市城

阳区、四方区，广西桂林市叠彩区、象山区，内蒙

古呼和浩特玉泉区，在当地的超市附近、商业区、

肯德基等地展开调研，共发放问卷 900 份，收回有
效问卷共计 784份，问卷有效率为 87.1%。有效样本
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2．计量结果分析 
应用 STATA11.0 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模拟，最

终结果见表 2。从结果看，似然比统计量为-929.537，
Prob>chi2=0.000 0，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在消费者特征中，性别(Gen)、是否为家庭食品
的主要购买者(Purch)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受教育程
度(Edu)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并正向影响
消费者认证标识食品信任；年龄(Age)通过了 10%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影响方向为负。究其原因，

中国 20世纪 90年代认证体系开始实施，但后续跟
踪管理不到位，市场准入不严格使产品认证权威性

受损，年龄大的消费者消费时间长，长期的认证标

识食品质量安全得不到改善使其失去信任；教育程

度越高的消费者，越信任认证标识食品，是因为教

育程度高的消费者更容易获取信息，接受认证产品

的意愿较强。在消费者家庭结构变量中，有老人

(Elder)正向影响消费者认证标识的信任但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有小孩(Child)通过了 5%水平上的显著性
检验，并且正向影响消费者认证标识食品信任，与

已有研究结果相反[17]。这可以从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频发来解释，有相对脆弱的群体的家庭会更加重视

食品安全，更倾向于信任认证标识食品。 

表 2 有序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代码 系数 

 Gen -0.088(0.086) 

 Age -0.006*(0.003) 

个体特征 Edu 0.237***(0.040) 

 Purch 0.077(0.084) 

 Child 0.201**(0.080) 

 Elder 0.075(0.081) 

风险感知 Atten 0.105**(0.049) 

 Seri 0.044(0.038) 

 Inci 0.125**(0.057) 

产品认知 Use 0.027(0.043) 

 Freq 0.135**(0.059) 

 Qua 0.037(0.039) 

经济环境 Inco 0.028(0.036) 

 Cons -0.066**(0.032) 

 Price 0.308***(0.038) 

制度评价 Sur 0.033(0.038) 

 Nec 0.353***(0.101) 

Log likelihood  -929.537 

LR chi2  229.910 

Prob > chi2  0.000 

Pseudo R2  0.11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上统计显著水平。  
从风险认知因素来看，食品安全的严重性(Seri)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消费者的参与程度(Atten)、经
历食品安全事件的次数(Inci)均通过了5%水平上的
显著性检验，且正向影响消费者认证标识食品信

任。消费者参与程度与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程正相

关，这与已有研究一致[20]。风险认知程度高的消费

者会通过搜集信息来降低不确定性从而降低风险；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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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认证标识的安全食品对普通食品有替代作用，

消费者越是关注食品安全，为了回避食品安全的风

险，更信赖认证标识食品。调研结果显示，对认证

标识信任水平较高（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的消费

者，其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从“不关注”至 “非常
关注”的比例分别为1.6%、5.0%、17.7%、37.5%、
38.2%，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从消费者对产品认知来看，购买认证标识食品

频率(Freq)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正向影
响消费者认证标识食品信任；认识标识数量(Qua)、
购买食品时认证标识的使用(Use)影响不显著。也就
是说购买认证标识食品越频繁的消费者对认证标识

食品越信任，并且对认证标识越熟悉的消费者，对

认证标识食品的信任程度越高。信任是人们理性选

择的结果[35]。对于信任品，重复购买是消费者获取

关于食品信息的重要方式。当消费者能分辨认证标

识食品与普通食品的质量禀赋差异时，有利于消费

者做出理性的选择。消费习惯可以反映消费经验的

丰富程度，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消费者对安全食品

的喜好程度和需求的刚性，消费经验越丰富的消费

者越擅长通过一些固有措施(如认证标识)来规避风
险。从广义风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认证依赖”

型的风险降低策略。 
从经济环境因素来看，家庭收入(Inco)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性(Pric)通过了
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并正向影响消费者认证
标识食品信任，即对价格越敏感的消费者越信任认

证标识食品。另外，消费者家庭月食品支出(Cons)
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负向影响消费者认
证标识食品信任，和已有研究结果相反[17]。经济学

效用论认为只要商品不是劣等品，消费者的需求会

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从而提高行为效率。研

究得出家庭食品支出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这可以用

期望—失验理论来解释，家庭月食品支出越高的消
费者对食品质量的期望值越高，当高价不能满足高

质时，消费者心理落差较大，反而对安全认证标识

食品持悲观态度，信任度会较低。 
从制度评价的影响作用来看，政府监管满意度

评价(Sur)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标识必要性(Nec)判断
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正向影响消费者认
证标识食品信任。换句话说，调查样本中，认为认

证标识有必要的消费者对认证标识食品的信任程

度较高。调查结果显示：有79%的消费者认为认证
标识有必要，并且这一部分的消费者中对认证标识

食品信任水平从不信任到非常信任的比例分别为

24.0%、31.8%、43.6%、67.9%、82.7%，信任水平
呈上升趋势。分裂内核模型认为人的本性存在机会

主义的一面，也有信任的一面，当交易一方不断获

得另一方可信赖的信息时，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会

得到强化[36]。目前中国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增加了

消费者对信息需求。认证标识制度作为食品质量安

全信息规制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信

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 
从以上研究可知，由于消费者对认证标识食品

认知不充分，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不高，经济环境及

自身影响的作用，中国消费者对认证标识食品不够

信任，导致标识认证处于“信号失灵区”。 

四、结论及其启示 

上述研究表明：总体上，消费者对认证标识食

品的信任水平不高，均值为3.086；消费者受教育程
度、养育小孩、参与程度、经历食品安全事件次数、

认证标识食品购买的频率、标识必要性判断、价格

敏感度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正向影响消费者认证

标识食品信任水平；而是否为家庭食品的主要购买

者、是否有老人、食品安全的严重性判断、认识标

识数量、购买食品时认证标识的使用、家庭收入水

平及政府监管满意度评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年

龄、家庭月食品支出通过显著性检验，且负向影响

消费者认证标识食品信任水平；性别有负影响但不

显著。对于提高消费者认证标识食品的信任水平有

如下启示： 
一是应加大补贴力度，降低认证标识食品的生

产成本和价格。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月食品消费、价

格敏感度等经济因素均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认证标

识的信任，由此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的方式降低认证

标识食品的成本，尤其是针对低收入群体和流动人

口的食品安全，以税收和补贴的方式鼓励、引导生

产和消费，完善社会救助保障与物价上涨联动机

制，抑制不良价格竞争。 
二是应加强食品质量认证，同时提高消费者认

知能力。调研结果显示，总体上，消费者对认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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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食品的认知水平和对政府的监管满意度不高。行

为学的知信行理论认为，知识转变成行为需要外界

条件，从消费者的特征出发，通过提高教育、加强

宣传可以提升消费者正确识别认证标识食品的能

力，促进将知识转变成行为。其次，从政府管制的

角度，要立法保障，加强对虚假标识的监管和惩戒

力度，使认证信号能真实反映产品的质量差异，发

挥其应有的效能。 
三是应强化消费者参与，增强其食品安全风险

认知。研究结论表明，消费者参与程度与食品安全

风险认知程正相关，而风险认知水平正向影响消费

者认证标识食品的信任。对此，应首先确立消费者

的主体地位，让消费者广泛参与到食品安全的风险

分析和决策中来。例如向公众公布专家的建议、食

品安全的检查与控制情况来确保信息的透明。其

次，为消费者参与食品质量安全对话与讨论提供平

台。如建立关于食品质量安全的视听平台，让消费

者与专家直接讨论、交流。这是增强风险认知水平、

提升公众信任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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